
 

 

 

對史尋問，澳門街的法與人權 

誠如「一個人遠離了痛苦，就接近了無聊」，法與自由也是個永恒的話題，

到底是法律限制了自由，還是自由在法律規範之中得以體現？除了自由以外，

近代思想裡更引申出私隱、人權等概念，無不衝擊著「法」的意義與地位。 

從根本上講，法是由公權力所制定的，用以規範人的行為，故其目的必然

是功利性質的。相對地，不講求利益效率或不以最終利益為依歸的，諸如先秦

時期的儒家學說，孔孟所提倡的「內聖外王」、「仁民愛物」、「慎終追遠」等，

都沒有把個人或團體利益作為其首要目標。又或者說宗教，正統的宗教必然是

導人向善的，而一個人善與不善，其實跟利益掛不上多少關係。基督宗教說

「愛近人如你自己」，墨家思想說「兼愛」，從字面上看似乎一樣，但究其內涵，

基督宗教講求愛人以真以誠，「愛人」即是其目的，是真心的愛；而墨家的

「愛人」則是手段，是為了達成社會美好的方法之一。先秦儒家與墨家不一樣，

它提倡的愛是有差等的，比如說君父一定大於陌生人，必先「老吾老」才及

「人之老」，且儒家的愛乃是真愛，即其內涵其實與宗教一般無異，只是儒家更

講求現世，而宗教更講求死後的世界而已。自漢以後，儒家學說也質變為工具

與手段，故雖名為哲學，其作用實與法相當。可以這麼說，今天的澳門街，

乃至祖國乃至世界的法，究其本質，與漢以後的儒，其實就是同一碼事，只是

呈現方式不一樣而已。 

孟夫子說，天下會「定于一」，「孰能一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可後來秦以耕戰統一中國，也就是在經濟上、軍事上超過其他國家，它靠

武力、靠法家的意識形態，征服了一切敵國，如此，孟夫子似乎錯了；然秦

十五年而亡，漢祚卻四百年，孟夫子又似乎沒錯。對史尋問之下，不難發現，

這其實關乎「時勢的需要」。比方說，一瓶水對於現在身處城市的我們來說，



 

 

 

最多不過值幾塊錢，然而對於一個身處沙漠將要因渴而死之人，又可值幾多呢？

這是水在不同時勢下的變值。同樣地，亂世須用重典，所以法家思想能在戰國

大行其道；及至天下已經一統，這種極端嚴厲的思想已不再是時代所需，從秦

帝的選擇中，已經暗埋失敗的伏筆。那麼，今天澳門街的核心法律《基本法》，

以及其所依據的《憲法》，到底合乎今天澳門街的潮流嗎？ 

《憲法》與《基本法》之間的關係，在學術界還是有點爭議，但有兩點是

可以確定的：其一，《憲法》是制定《基本法》的依據；其二，《憲法》是上

位法，《基本法》則是下位法。簡言之，《基本法》不能與《憲法》有所牴觸，

但其實《基本法》是依據《憲法》經全國人大制定的，所以根本不會存在牴觸

問題。之於澳門街來說，《基本法》幾可歸結為兩點，即澳門的主權屬於中國，

以及在此前提下，被賦與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權與各種公民權利。 

回歸核心問題，到底《基本法》限制了我們的人權自由，還是人權自由在

《基本法》規範之中得以體現？以及我們澳門居民，在此框架之下，獲得應有的

權利與利益了嗎？讓我們從秦帝的「坑儒」與漢帝的「尊儒」中看看這件事。

首先要說明的是，實際上秦始皇沒坑殺多少儒生，其中大部分都是方士，

「坑儒」事件與人們一般認知有所出入，本文的「坑儒」乃指始皇帝整個思想

統一工程。 

在這兩代皇帝的處理中，我看見了目的的相同與手段的不同，兩者無疑都

希望只有一個天下、一個政府、一個思想。秦帝採取的是純高壓的手段，在未有

深思熟慮之下使用一刀切的辦法，摒棄、禁絕百家思想，做成偏聽則暗的一家

之言，諸子百家自然難以信服；而且採取禁止的辦法，則人們並不是甘願放棄

百家思想，而是被迫如此，即是治標而未能治本，所達到的只是禁止思想，

而其終極目的──統一思想，始終未能實現。 

對比之下，漢武帝比他高明得多，一方面高姿態的把儒學定為官方學說，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你可以不去遵循

儒家，然而只要想仕官、求富貴的，莫不以儒學思想為自身所求，使得「摒棄

百家思想」的方針由直接衝擊變為間接要求，由被迫捨棄百家思想，變為你自己

主動去追求儒學，追求漢政權所訂立、所認可的唯一思想。另一方面，儒家又

吸納百家之能為己用，比如融和了陰陽家及道家思想於其中，提出了「天人

合一」等概念，對於哲學思想範疇來說未必有益；但如果作為管治方法，則是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由史喻今而言，《基本法》兩大宗旨裡的「澳門主權屬於中國」，我們可視

之為目的，而成就這目的的手法，便是「賦與我們一定程度的自治權與各種公民

權利」。在九九年回歸以來，我們曾經擁有的自由、自主程度，以及各種公民權

利未有被削弱過，回歸前我們能做的事情今天依然能做，回歸前所享有的權利

今天依然擁有，反而對內對外的權益更有所增加；諸如在內地的公共服務、

勞動經商等相關權利的提升，旅遊移居等對外權益亦較以往為佳。至於民生經

濟方面的增長與發展，自零一年賭權開放以來，事實過於明顯，在此就不累贅

闡述。 

由此觀之，在以《憲法》為依據的《基本法》規範之下，我們的人權自由並

沒有被限制，甚至比以往有著更好的體現；而基於政策的日益完善，社會經濟、

民生、制度諸方面亦有顯著的發展，從商、就業、升學等各種機會增加，市場

也不斷在拓展。今年全球遇上百年一遇的重大疫情，本澳經濟及稅收大受

影響，但作為市民層面的權益與福利仍未見有大削減，再從數百億元的儲備

運用，以至對疫情的有效控制來看，以《基本法》為法制根本管治下的澳門街，

在基本人權、公民權益、人身自由、民生社經等方面，都在合格線以上，並朝

正向發展，可謂之良法善治。 

 


